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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自评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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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应用 Logistic 回归和倾向值匹配方法探究老年人

居住安排对其自评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自评健康存在显著影响，与子女同住

有利于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的提升。通过倾向值匹配排除协变量的影响后，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自评

健康的积极影响仍然显著。结果还表明，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积极影响因老年人对子女照

料需求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子女照料需求程度高的老年人更希望与子女同住。相比生活自理能

力完好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对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提升效果更好; 与子女同住对

有配偶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但对无配偶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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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Social Tracing Survey on the Elderly ( CLASS2014) ，the paper uses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living
arrangement on the self-rated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living arrangement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elf-rated health of the elderly，and living with children might help improve the self-rated
health of the elderly． After ex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covariates by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the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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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iving with children on the self-rated health of the elderly is still significant．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living with children on the self-rated health of the elderly varies with the degree of demand for
children's care and support，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those with a higher demand． Besides，compared with
the elderly with good self-care ability，a higher self-rated health attributable to living with children is observed
in those with poor self-care ability． Moreover，living with children doesn't observably enhance the self-rated
health of the elderly with a spouse，but dramatically augments that of those without one．
Key words: living arrangement; self-rated health; demand for care; aging

21 世纪以来，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社会

带来的挑战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老龄健康问题备受政府和学界的关注。老年人由于具有机体衰

老、身体功能退化、各类慢性病患病率高等特征，比其他年龄段群体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老龄健康

问题日益成为老年群体和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伴随老龄化到来的还有中国老年人传统居住安排的转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老年人

与成年子女同住的比例大幅下降，老年夫妇独立生活和独居老年人的比例逐渐上升［1］。2010

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在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首次降至 50%以下，夫妇核心家庭、单人户比例分

别上升至 29．28%和 12．46%，相比 2000 年增长了 5．46%和 2．85%［2］。老年人居住安排是养老模

式的主要体现，不仅反映了老年人与谁共同居住、在何处养老，同时还反映了是谁实际承担了养

老责任，为老年人提供安享晚年生活所需的物质、精神和照料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着重

要影响，并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紧密相连［3］。因此，探究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健康的影响，根据

老年人的不同特点和需求结合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居住方式，不仅有助于降低老年人的健康风

险，促进老年健康，增进老年福祉，而且也对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和全面推进健

康老龄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聚焦于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自评健康的影响，一方面考

察不同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状况，另一方面考察居住安排对具有不同照料需求

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以期增进对老龄健康的认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证

支持。

一、相关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在不同居住安排对老龄健康的影响上存在不同观点。首先，从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

的角度出发，居家养老对老龄健康的积极影响优于机构养老，这一观点基本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认

可。有学者认为，居住在养老院的高龄老人的死亡率是其他高龄老人的 1．35 倍［4］。顾大男、柳玉

芝研究发现，相比居家养老老人，机构养老老人的总体健康状况更差、死亡风险更大，但生活满意度

相对较高［5］。其次，在独居和与家人共同居住对老龄健康的影响上，学者们没有得出一致结论。

部分学者认为，与子女同住提高了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如 Chen、Shot 认为，与成年子女尤其是与女

儿一起居住的高龄老人具有最好的自评健康水平，而独居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最差［6］。董晓芳、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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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也认为与子女同住的父母自评健康状况更佳，老年人与子女距离越远，其自评的健康状况越

差［7］。刘一伟认为，与子女共同居住不仅显著降低了老年人“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IADL)

的受损概率，还提高了老年人的认知健康水平［8］。李春华、李建新关注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

亡风险的影响，发现当老年人由不与子女同住变为同住时有助于降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而由同住

变为不同住时会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9］。与子女同住能够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原因主要在

于同住子女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充分的生活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增进了老年人的晚年福利，而独

居会增加老年人的消极情绪和孤独感，进而对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利影响［10］。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张震研究发现与子代居住在小户型的老人，更高的见面频率

可能引发代际矛盾，进而损害老年人的健康［11］。任强、唐启明认为，与成年子女或孙子女一起生

活，多代家庭居住格局会对老年人的情感与健康产生显著的不良影响［2］。刘宏、高松等将居住安

排和经济来源相结合，发现多代合住模式并没有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而经济与生活均

独立的老年夫妻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程度最高［12］。Silverstein 等进一步指出，子女的生活照料

削弱了老年人对自己健康和自我效用的评价，导致了过分的依赖［13］，由此，接受较多生活照料的老

年人比接受较少照料的老年人面临着更大的健康风险。与子女同住会损害老年人健康的原因主要

包括: 其一，共同居住导致见面频率增多、缺乏隐私和代际矛盾，会给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

响［14］; 其二，与家人同住而产生的代际交换，尤其是照看孙子女，可能会加速老年人身体衰退的进

程［15］; 其三，由共同居住而产生的过多日常照料使老年人的各项能力面临衰退［16］。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是否与子女同住与老年人的健康没有直接关系，真正影响老年人健康的是

代际互动、感情交流等最能反映代际关系好坏的实质内容。换言之，合住不一定有利于老年人的身

心健康，而分住不一定妨碍子女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支持［17］。还有学者指出，只有当老年人的居住

意愿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相符合时才会对老年人的健康起积极作用。理想居住偏好和实际居住安排

一致的老年人，具有更优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精神健康状况［18］。总之，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与子女

同住对老年人的健康具有积极效用，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降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但目前

学界尚未形成共识。

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居住安排对老龄健康的影响，但仍存在一定局限，主要包括以下两

个方面。其一，没有从老年人对子女照料需求存在差异的视角考察居住模式对老龄健康的影响。

老年群体内部具有异质性，不同老年群体之间的差异影响着老年人对居住安排的判断、认知和实际

选择［19－20］，因此同一种居住安排对不同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很有可能存在差异［21］。其二，从研究方

法来看，尽管控制了一些其他变量，这些研究仍可能存在一些内生性问题。老年人的年龄、经济水

平、健康状况等都与居住安排显著相关，它们之间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通常身体健康状况较差

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因此，采用单一回归模型估计居住安排对老龄健康的影响很有可

能导致带有误差的分析结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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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基于已有研究，代际间的情感能够给家庭成员提供充分的支持［22］，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不

仅有助于提升子代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而且还有利于帮助老年人排遣寂寞，为其提供

精神和情感慰藉［11］。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 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优于不与子女同

住的老年人。

由于不同类型老年人对子女支持的需求程度存在显著差别［23］，老年人对子女照料支持的需求

程度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取决于除子女之外其他家人( 主要是配偶) 能否

提供必要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24］。因此，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积极影响很可能因老

年人对子女照料支持需求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假设 2: 与子

女同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积极影响对照料需求程度高的老年人作用更为明显; 假设 2．1: 与子女

同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积极影响对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老年人作用更为明显; 假设 2．2: 与子女

同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积极影响对无配偶的老年人作用更为明显。

( 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 Chinese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2014) ，包含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11 511 个有效样本。

居住安排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首先将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操作化为“与子女同住”和“不与

子女同住”两类。其中，“与子女同住”的人数为 5 138 人，占样本量的 51．5%;“不与子女同住”的人

数为 4 831 人，占样本量的 48．5%。

自评健康是本研究的核心因变量。选取问卷中“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这一

问题对老年人自评健康进行测量。我们将“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合并为“健康”，将“比较不

健康”和“很不健康”合并为“不健康”。其中，“健康”的人数为 8 124 人，占样本量的 71．8%;“不健

康”的人数为 3 187 人，占样本量的 28．2%。

结合相关文献和研究实际情况，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样本的人口学特征( 年龄、性别、

婚姻状况、城乡特征) 、社会经济地位( 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 和生活自理能力三个方面。

所有变量的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分布情况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编码 变量分布 样本数量

因变量 自评健康
0=不健康 3 187( 27．7%)

11 311
1=健康 8 124( 71．8%)

自变量 居住安排
0=不与子女同住 4 831( 48．5%)

9 969
1=与子女同住 5 138(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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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编码 变量分布 样本数量

0= 60～69 岁 6 015( 52．3%)

年龄 1= 70～79 岁 3 640( 31．6%) 11 510

2= 80 岁及以上 1 855( 16．1%)

性别
0=女性 5 945( 52．0%)

11 424
1=男性 5 479( 48．0%)

婚姻
0=无配偶 4 049( 35．2%)

11 498
1=有配偶 7 449( 64．8%)

城乡
0=农村 4 604( 40．0%)

11 511
控制变量 1=城镇 6 907( 60．0%)

0=文盲 3 617( 31．4%)

受教育水平 1=小学 3 877( 33．7%) 11 504

2=初中及以上 4 010( 34．9%)

0=低 3 462( 33．7%)

收入 1=中 3 713( 36．1%) 10 284

2=高 3 109( 30．2%)

生活自理能力
0=缺失 2 173( 19．0%)

11 434
1=完好 9 621( 81．0%)

( 三) 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统计方法为回归分析和倾向值匹配。首先，由于因变量自评健康为定序变

量，因此拟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构建统计模型，验证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以及居住

安排与老年人照料需求相关变量的交互作用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其次，为了解决居住安排

和老年人自评健康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拟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老年人在进行居住安排

决策时面临选择性问题，即老年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属性等会制约其对居住安排的选择，同时

这些属性又是影响老年人自评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与子女同住和不与子女同住并不是随机分

配的，直接通过回归分析对两组样本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并不确切。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可以排

除各样本在协变量上的差异，得到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的真实作用。

三、主要分析结果

( 一) 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以老年人自评健康为因变量，居住安排为自变量，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自理能力

为控制变量纳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2。模型一仅纳入了控制变量和因变量，结

果显示，在人口学特征方面，年龄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有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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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60～69 岁的老年人，70～79 岁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更差，而 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

显著更好。整体而言，随着年龄增长，年龄对自评健康的作用呈现出先抑制后提升的“U”型特征。

城市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比农村老年人更好，这是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医疗保

障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所致。性别、婚姻状况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作用并不显著。在社会经济地位

因素方面，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经济收入高的老年人

自评健康水平也更高，较高的收入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利于老年人形成更为科学、健康

的生活方式，从而提高其自评健康水平。教育不仅通过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评价，为老年

人创造更为优越的生活环境从而提升其健康水平，还能够直接从医疗保健意识、观念和行为上影响

老年人的自评健康［25－26］。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生活自理能力强的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更高。自

评健康是个体对自我客观身体状况的一种感觉和反映，当老年人在经历了严重的疾病或者因受疾

病困扰而导致身体功能缺失之后会降低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评价［27］。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了居住安排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居住安排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201，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自评健康为“健康”的比例是不与子女同住老年人的 1．22 倍( e0．201 ) ，说

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与子女同住仍然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

相比模型一，模型二的 Ｒ2有显著的提升，进一步证实了与子女同住对自评健康的正向影响。由此，

假设 1 得到支持。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在各年龄段群体中，老年群体客观上具有更高的健康医疗、长期照料以及情感慰藉等方面的需

求［28］。相比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能够得到

更为充分的照顾和陪伴，这为他们创造了更健康的生活环境，从而有利于提高其自评健康水平。子

女为父母提供各种代际支持的过程也有助于增进亲子间的沟通和了解，使子女能够更及时有效地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种种困境，避免老年人陷入无法及时求助的境地和孤独的心理状态中［29］。

其次，居住安排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受到文化规范的调节，与文化规范一致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健

康具有积极作用［30］。在中国文化中，长期以来的孝道传统构成了代际支持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并

且在社会经济的变迁与发展过程中仍然保持着非常高的稳定性［31］。在这种语境下，老年人与子女

共同居住具有“子女孝顺”的象征意义，“与子女同住”本身对老年人就具有心理福利的效应，能够

促使老年人保持良好的生活态度和积极的健康观念，进而间接地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产生积

极的影响。
表 2 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自评健康影响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常量 －1．002 ( 0．083) ＊＊＊ －1．158 ( 0．105) ＊＊＊

年龄( 60～69 岁)

70～79 岁 －0．108( 0．056) ＊＊ －0．094( 0．061)

80 岁+ 0．317( 0．081) ＊＊＊ 0．309( 0．0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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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性别( 女) 0．086( 0．053) 0．063( 0．058)

婚姻( 无配偶) －0．090( 0．057) －0．056( 0．073)

城乡( 农村) 0．273( 0．056) ＊＊＊ 0．245( 0．061) ＊＊＊

受教育水平( 文盲)

小学 0．188( 0．062) ＊＊＊ 0．184( 0．067) ＊＊＊

初中及以上 0．489( 0．076) ＊＊＊ 0．496( 0．082) ＊＊＊

收入( 低)

中 0．460( 0．059) ＊＊＊ 0．452( 0．065) ＊＊＊

高 0．660( 0．079) ＊＊＊ 0．723( 0．086) ＊＊＊

生活自理能力( 缺失) 1．693( 0．000) ＊＊＊ 1．690( 0．067) ＊＊＊

居住安排( 不与子女同住) 0．201( 0．059) ＊＊＊

N 9 955 8 608
DF 10 11

卡方值 1 424．148＊＊＊ 1 297．342＊＊＊

－2LL 10 308．281 8 761．581

Ｒ2 0．193 0．203

注: * 、＊＊、＊＊＊分别表示在 0．10、0．05、0．01 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的值为标准误

( 二) 居住安排对有不同照料需求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在原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居住安排与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婚姻状况相关交

互项进行回归分析，以考察居住安排对有不同照料需求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首先对两个交互项进行描述统计，其分布如表 3 所示。数据显示，在居住安排与生活自理能力

的交互项中，不与子女同住且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老年人比例最低，仅 7．7%，其次是与子女同住且

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老年人，占比 11．3%。在居住安排与婚姻状况的交互项中，不与子女同住且无

配偶的老年人比例最低，仅 4．0%，其次是与子女同住且无配偶的老年人，占比 22．9%。综合来看，

在研究样本中，有照料需求且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数较少，多数有照料需求的老年人都与子女共

同居住。

表 3 老年人居住安排与生活自理能力、婚姻状况的交互项变量分布

居住安排* 生活自理能力 变量分布 居住安排* 婚姻状况 变量分布

不与子女同住且生活自理能力缺失 763( 7．7%) 不与子女同住且无配偶 395( 4．0%)

与子女同住且生活自理能力缺失 1 125( 11．3%) 与子女同住且无配偶 2 283( 22．9%)

不与子女同住且生活自理能力完好 4 048( 40．8%) 不与子女同住且有配偶 4 429( 44．5%)

与子女同住且生活自理能力完好 3 996( 40．2%) 与子女同住且有配偶 2 850( 28．6%)

合计 9 932( 100%) 合计 9 957( 100%)

模型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加入了居住安排和生活自理能力的交互项，考察交互项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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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健康的具体作用( 见表 4) 。结果显示，对于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对其自评健

康水平提升作用的系数为 0．459，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对于生活自理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与子女

同住对其自评健康水平提升作用的系数为 0．125，且仅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与子女同住对

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比生活自理能力完好的老年人更为明显。由

此，假设 2．1 得到验证。其中原因可能在于: 一方面，老年人在自理能力尚可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子

女给予大量的生活照料和帮助，只有当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身体健康状况很差时才会产生强烈的

照料支持需求。因此，生活自理能力完好的老年人在没有子女帮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比较顺利地

独自生活，使得与子女同住对其自评健康水平的提升效应相对较小; 而对于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老

年人，与子女同住有效回应了其对日常照料资源的迫切需求，也有利于增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

感［10］，进而影响老年人对健康的自我认知，对其自评健康水平的提升具有更为明显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自理能力会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当生活可以自理时，独居是多数

老年人的居住意愿; 当生活不能自理时，老年人希望与子女同住或子女就近照料的比例显著提

高［32］。而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和居住安排的匹配程度也会影响老年人健康，当居住意愿和居住安排

相符合时，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健康水平会更高［33］。

模型四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加入了居住安排和婚姻状况的交互项( 见表 4) 。结果显示，

对于无配偶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对其自评健康水平提升作用的系数为 0．414，且在 0．01 的水平上

显著; 对于有配偶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对其自评健康水平提升作用的系数仅为 0．153，统计检验不

显著。这表明与子女同住对无配偶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比有配偶老年人更为明显，由

此，假设 2．2 得到验证。一般来说，配偶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照料者，其次是子女［34］。我们推测，当配

偶健在时，老年人的日常照料支持可以从配偶处获得，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来自子女的支持，因

此减弱了子女照料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有利影响。而当配偶不在时，老年人无法获得来自配偶的

照料支持，这时子女如果能将老年人接到身边居住，便能够通过满足此类老年人亟需的生活照料和

情感慰藉需求而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老年人的居住意

愿和实际居住安排相符合时能够显著提升其自评健康水平，而婚姻状况是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的

重要因素。失去配偶后，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会显著提升［35］。与子女同住更为有效地满足了

无配偶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进而对其自评健康水平的提升产生更为显著的作用。

综合模型三和模型四的结果，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有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对失

能老人、丧偶老人等对子女照料有迫切需求的老年人更为明显，而对有配偶的老年人提升效应不大

( 见表 4) 。由此，假设 2 得到验证。我们的研究结论也和已有研究结论相互印证，进一步说明居住

安排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并非某一个效应或系数就能简单概括。实际上，对于一部

分独居老年人而言，独居是其在身体状况及其他方面允许的情况下主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些

老年人可能并不需要来自子女的过多照顾。与此同时，居住安排的具体模式在社会现实中也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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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如现实中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选择与子女相邻居住，这种居住模式虽然符合学术界对“空

巢”的定义，却不一定产生所谓的“空巢问题”［21］。综上所述，在承认与子女同住确实能够对某一

部分老年人自评健康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的前提下，我们认为，不应过分夸大不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

健康的不利影响。
表 4 老年人居住安排与照料需求相关交互项对其自评健康影响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三 模型四

常量 －1．322( 1．22) －1．335( 0．148)

年龄( 60～69 岁)

70～79 岁 －0．098( 0．061) －0．099( 0．061) *

80 岁+ 0．297( 0．091) ＊＊＊ 0．300( 0．091) ＊＊＊

性别( 女) 0．063( 0．058) 0．066( 0．058)

婚姻( 无配偶) －0．051( 0．073)

城乡( 农村) 0．249( 0．061) ＊＊＊ 0．247( 0．061) ＊＊＊

教育水平( 文盲)

小学 0．193( 0．067) ＊＊＊ 0．185( 0．067) ＊＊＊

初中及以上 0．498( 0．082) ＊＊＊ 0．495( 0．083) ＊＊＊

收入( 低)

中 0．450( 0．064) ＊＊＊ 0．452( 0．065) ＊＊＊

高 0．722( 0．086) ＊＊＊ 0．723( 0．086) ＊＊＊

生活自理能力( 缺失) 1．692( 0．067) ＊＊＊

居住安排* 生活自理能力

与子女同住且生活自理能力缺失

( 不与子女同住且生活自理能力缺失)
0．459( 0．116) ＊＊＊

与子女同住且生活自理能力完好

( 不与子女同住且生活自理能力完好)
0．125( 0．065) *

居住安排* 婚姻状况

与子女同住且无配偶

( 不与子女同住且无配偶)
0．414( 0．137) ＊＊＊

与子女同住且有配偶

( 不与子女同住且有配偶)
0．153( 0．065)

N 8 629 8 608
DF 12 12

卡方值 1 323．168＊＊＊ 1 300．259＊＊＊

－2LL 8 778．664 8 758．664

Ｒ2 0．206 0．203

注: * 、＊＊、＊＊＊分别表示在 0．10、0．05、0．01 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的值为标准误

( 三) 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的倾向值匹配分析

由于 Logistic 回归分析没有解决自选择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研究将采用倾向值匹配分析

方法尝试解决自选择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并对前述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得出的与子女同住

·34·

第 4 期 韦晓丹，陆杰华: 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自评健康的影响



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存在显著积极影响的结论进行检验。

在倾向值匹配分析中，首先使用 Logistic 回归确定了对居住安排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协变量为年

龄、性别、婚姻、城乡、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因素。接着分别使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三种匹

配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并对匹配后的结果进行了平衡性检验( 见表 5) 。结果显示，采用最近邻匹

配和半径匹配后，原先在居住安排上存在显著差异的 6 个协变量 T 检验统计值均高于 0．05，说明匹

配后的这些协变量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匹配效果较好。
表 5 三种匹配方法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协变量 标准偏差 T 检验概率值 标准偏差 T 检验概率值 标准偏差 T 检验概率值

年龄 1．6 0．494 2．9 0．199 7．2 0．001

性别 2．4 0．262 0．0 0．983 －4．4 0．042

婚姻 0．0 1．000 0．0 1．000 0．0 0．064

城乡 －1．0 0．639 －1．9 0．388 0．0 1．000

受教育程度 －0．9 0．685 －2．9 0．172 －4．1 0．056

收入 －1．3 0．541 －3．9 0．072 －4．0 0．023

注: 最近邻匹配采用 1 ∶ 4 配对; 半径匹配采用 0．001 匹配半径; 核匹配采用 0．6 带宽

在平衡性检验后，使用半径匹配方法，得出老年人在与子女同住和不与子女同住两种不同状态

时其自评健康的水平，并计算出二者的差值，即平均干预效应( ATT) ( 见表 6) 。结果显示，使用半

径匹配后的 ATT 值为 0．051，统计检验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排除了协变量的干扰后，居住

安排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存在影响关系，证实了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具有积极影响。
表 6 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及平均干预效应

匹配方法 与子女同住 不与子女同住 平均干预效应( ATT) T 值( /wald 值)

半径匹配 0．729 0．678 0．051 3．82＊＊＊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和对策

本研究采用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CLASS2014) ，探讨中国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

自评健康的影响，以及与子女同住对具有不同照料需求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不同影响。通过实证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年龄、城乡、受教育水平、收入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对老年人自评健康有显著影响，这与

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第二，居住安排显著影响老年人自评健康，与子女同住有利于老年人自评健

康水平的提升。通过倾向值匹配排除协变量影响后，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积极影响仍

然显著，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第三，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积极影响因老年人对子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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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需求程度的不同有所差异，与子女同住对照料需求程度高的老年人作用更为显著。相比生活自

理能力强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对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好; 与子

女同住对有配偶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但对无配偶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具有非常显

著的积极影响。上述研究表明，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途径不同，居住安排既可能对老年人

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通过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老年人健康。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关注

居住安排的直接效应，还应重视居住安排背后隐藏的信息，如老年人实际照料需求、老年人与子女

之间的代际互动等因素在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以避免得出有偏误的结论，进而

有效保障全体老年人的健康福祉。

随着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由与子女共同居住向分开居住转变，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传统居住

模式的变迁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来自子女的代际支持。在少子老龄化程度加剧、老年

人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老年疾病谱向慢性疾病转变，以及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尚未健全、社会化养老

保障服务体系发展相对缓慢的现状下，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对其健康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建

议: 一方面，政府应不断拓展居家养老、社区照护和家庭护理服务项目，在服务中尤其要重点关注失

能老年人、丧偶老年人群体，针对他们特殊的身体、心理和情感需求，为老年人提供人性化、个性化

的医疗保健服务、护理服务和精神慰藉服务。另一方面，政府需要鼓励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在立

足本国国情的同时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从方便子女照料父母的角度入手，通过延长高龄老人

子女的探亲假、给予高龄老人子女减免税等政策，促进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比例的提高。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首先，在健康指标方面，本研究选取自评健康作为评价老

年人健康状况的核心指标，尽管自评健康综合了健康状况的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但仍然不能完全

代表老年人实际的健康水平。未来需要使用更为丰富的健康指标，如虚弱指数等对居住安排与老

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检验。其次，本研究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分类相对简单，未能进一

步区分各种不同形式的与家人同住，以及与家人同住和养老院居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具体影响，

未来应基于细分的居住安排类型对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做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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